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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 固 扩 大 统 一 战 线 汇 聚 力 量 奠 基 西 北

——评文献纪录片《南梁之光》

□ 辛刚国辛刚国 王雄刚王雄刚

由甘肃省委、省政府拍摄的六集文献纪录片

《南梁之光》，真实再现了革命先辈在创建以南梁

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奋斗进程中的丰功伟

绩。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挺起了中国革命

的脊梁。他们领导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

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

“奠基西北”及“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

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也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梁

之光》共六集，集中展现了以“面向群众、坚守信

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

是早期共产党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

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

奋斗的力量的生动诠释。其中第五集为《肝胆相

照》，通过统一战线的视角，揭示了革命前辈在西北

纷纭复杂的斗争中，如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结成

广泛同盟的实践探索，是对当年革命者丰功伟绩的

如实刻画，也是鉴往知来的范本，对弘扬南梁精神、

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观

看《肝胆相照》，能切实感悟到那片红色热土灼灼的

信仰之火和特有的智慧力量。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南梁之光·肝胆相照》通过“史实叙述+口述

历史”的方式，讲述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西北地

区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真切历史。

片中展示出在南梁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后，

革命历程虽几经磨难，但始终红旗不倒，星火不

息，成为中国北方最耀眼的一颗星辰。然而这并

不意外，甚至应当说，革命的种子、胜利的希望从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就开始萌发，从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那一刻起就迅速发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和执

着的追求，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建立了

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这种穿越时光隧道的呈现

方式，让科学理论、实践检验、人民感受、历史记忆

交织在了一起，把党言行合一、践行群众路线的光

荣传统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跨越百年，奏响

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事实上，陕甘边的革命史是统一战线的既斗

争又联合的历史。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

大法宝，也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不断

取得胜利的强大法宝。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

建初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革

命武装，采用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

法，与倾向及可能革命的各派力量建立合作，尽可

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壮大自己、

孤立敌人，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回溯历史，

我们能从南梁精神中汲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

注重策略、坦诚相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片中习仲勋回忆：“我们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

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思想分不开的。”在创建

陕甘边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提出

红、白、灰“三色建军”方略。“白色”指的是派共产

党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使其改造成

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灰色”指的是派共产党

人教育改造民团及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

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红色”指的是由共产党

人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

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

马锡五，在当时是保安县哥老会大爷，教过书，为

人正直。刘志丹去找他，向他讲革命道理。马锡

五十分敬佩说：“你是做大事的人，我是比你年长，

但你是我的先生。”

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首先在国民党军内中上

层人士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30 年 7 月，蒋介

石任命杨虎城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0月，委任杨

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930 年 2 月，习仲勋在

长武县国民党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

1932年 4月，习仲勋又领导发动两当兵变，都是在

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革命实践。他

在回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

统战工作时说：“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

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

的同志大都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

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

作比东北军还要早。”刘志丹经常告诫战友和同

志，“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

越多越好。”习仲勋曾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

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

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统战工作实践，

与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契合。时任国民党第 12战区副

司令长官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一直与毛泽

东、朱德、贺龙等保持密切联系。1943 年 6 月，国

民党中央电召邓宝珊赴重庆开会。邓宝珊途经绥

德，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迎接大会。当晚，习仲勋与

邓宝珊推心置腹地彻夜长谈。习仲勋虽然比邓宝

珊年轻 19岁，但分析问题极其深刻，富有远见，令

邓宝珊十分钦佩，由此开启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

交往。此外，习仲勋与李鼎铭、霍子乐、刘厚基、安

文钦等陕甘宁边区的民主人士坦诚相见，虚心听

取他们的工作意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

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陕甘革命

根据地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

作用的政策举措，极大推动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

优势和重要法宝发挥出更大作用、彰显更大力量。

顾全大局、团结奋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

顾全大局，毛泽东同志赠其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

位”。具体作风方面，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待人宽

厚、广交朋友，被誉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

众领袖”。纵观习仲勋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始终

与“统一战线”紧密连结在一起，不仅留下了丰厚

的统战思想遗产，更为统战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

范，被广泛赞誉为“统战大师”“统战工作的典范”

“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专家型高层领导”。

随着西北解放战争向甘肃、青海、新疆推进，

民族问题成为党中央尤为重视的一项工作。1949
年 8月 6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收到毛泽东关于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的电报。“西北地区

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

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

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式

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用靠拢我们

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

为临时过渡机构。”此后，由于彭德怀、贺龙筹划进

军新疆和入川的军事行动，筹备西北军政委员会

成立工作主要由习仲勋负责完成。11月 14日，毛

泽东就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致电中共中央

西北局，强调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

团结，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

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先进人士参加政府工

作。彭德怀、习仲勋坚决贯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的指示精神，在各级地方政府组成人员中，注意吸

收大量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加入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0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经略西北的重任，

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

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的肩上。习仲勋认识到

西北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特殊性，也认识到西北

的匪情有的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当时，

项谦是青海省贵德县尖扎滩地区昂拉部落的千

户，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的挑唆下，发动武

装叛乱。习仲勋指示青海省委，主张政治瓦解，无

效之后再军事进剿。青海省委根据习仲勋的指

示，连续 17次政治争取项谦。1952年 4月，中共中

央西北局反复权衡，决定采取军事进剿和政治争

取双管齐下的方针解决项谦问题。在军事进剿取

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习仲勋仍然要求青海省委

使用劝降的方式，争取项谦主动放下武器，归顺人

民政府。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

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片尾记录了邓宝珊曾向毛泽东坦诚评价习仲

勋：“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

泽东非常赞同的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

大的特点就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

重任。”事实证明，我们党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

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习仲勋曾说，

“干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我们共产党把与党

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定为党的基本政策。

而且这个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

人民至上、凝心聚力，

最大限度凝聚共同奋斗力量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生涯中，习仲勋始终坚持

在明确人民至上定位的基础上开展统一战线工

作。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把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陕甘边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探索出了一套适合西北实际的统一战线原

则和策略，如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

战工作方针，采取“又团结又斗争”、发展进步势

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的统战工

作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根据地

军民铸就了南梁精神的伟大丰碑，与伟大建党精

神一脉相承。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视

察南梁革命遗址时，明确指出要“大力传承南梁精

神，使其发扬光大”。《南梁之光》列出专集讲述不

平凡岁月的大统一、大联合，始终凸显人民就是江

山、江山就是人民的宗旨。归根结底，就是坚持人

民至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画出最大同心

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巩固扩大了党的统

一战线，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依然是我们今

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指

路灯塔。

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 ———— 陈潜夫陈潜夫
□□ 陶诗秀陶诗秀

敢死队开赴前线

1932年 3月底，敢死队到达南京，向党政军机关

报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却下令：“顷有自称

‘义勇军敢死队’代表，向本部肆意要求。查此种团

体，本部迭经取缔在案。仰即派得力士兵多名，勒

令明日午前十二点钟出境，驱逐离都，违则拘押

……”陈潜夫连夜四出联络，次日率领全队到国民党

中央党部留南京办事处，向张道藩主任据理力争，

张道藩同意介绍敢死队到十九路军参战。军政部又

称：为执行行政院取缔义勇军命令，不接受“敢死

队”名义，只允许个别介绍工作。陈潜夫说：“我们之

来，代表四川省抗日民众，就是为着‘义勇军敢死队’

这个名义而来的，名义取消了，我们到底为着什么来

的？岂不是为着军政部给我们介绍工作而来吗？如

果军政部要我们取消名义，最好明白解散取缔我们，

宣布我们爱国犯了罪，押送回川去!”几经周折，军政

部才表示：原谅敢死队远在成都，出发时不知道行政

院取缔义勇军的命令，可以例外派往十九路军。

敢死队到达前线时，十九路军已退守第二道防

线，待命听候政府和日方谈判。陈潜夫接洽回队

后，兴奋地告诉大家：“军部把我们派到一五六旅，

听其节制指挥。旅长系以孤军死守吴淞的翁照垣将

军，有谋略，胆识过人，曾留学日本学军事，又赴法

学过航空，并到英、德、意诸国考察过航空，是精通

飞行的飞将军。”敢死队整队谒见翁旅长时，他说：

“救国全靠有觉悟的国民。不过以你们这般知识比

较健全，而缺乏军事训练的青年去牺牲，也是国家

顶大的损失。诸位且宜忍耐，我总有可以令各位圆

满达到各人所抱满腔热望的机会。现在，先加强训

练自己，增加军事知识，造成抗日的劲旅……”陈潜

夫被分在旅部，任政治指导和参谋。他曾提出许多

改进部队的意见，受到多数官兵的拥戴和信任。

义勇军敢死队在前线过了两个月，由于蒋介石对

日妥协投降，5月 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断送了

十九路军的抗战成果。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远调福

建，来自各地的义勇军全被遣散。敢死队队员遂于 6
月去苏州，参加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哭祭英灵。

陈潜夫和杨逸邨不愿偷生回川，便暂留上海，待

机抗日。不久，陈潜夫在上海渔业管理委员会找到

文书工作谋生。陈仲柏、石如金随军去福建，其余

男队员，由政治指导员兼文书徐获权带领回川。“抗

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进军抗日的盛举虽然

暂告结束，但在四川人民和全国人民心目中却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川人民这次最早的武装出川

抗日活动，当时的《川报》《国民公报》等都作过较详

细的报道。

创办“西南文化供应社”

1933 年，陈潜夫教授应实业部聘请，到南京担

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文书主任。由于他在日本农业大

学学习过专业，与所内专家相处又很好，不少专家

日后都成了他筹办“西南文化供应社”的发起人。

这期间，他同国民党内改组派的人物比较接近。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 日，中

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提出国共合作抗日的口号。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军民抗日怒潮

推动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抗战。15 日，南京组

成了“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电慰二十九军，并致

电全国“一致抗敌”。19日，南京文化界筹组抗敌后

援会，公推田汉等 29人为大会筹备委员，电请“迅派

大军抗敌”。22 日，《中央日报》报道：“该会现拟扩

大组织，凡属首都各后援团体，将予合并，办理宣

传、运输、救护、劝募等各项业务。”这期间，陈潜夫

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工作。

八九月间，日机轰炸南京。当时，陈潜夫的父亲

正来探亲，很感惊恐。南京全市调兵防空，气氛紧

张。陈潜夫要杨逸邨带着子女送老父回川，自己一

人留下，坚持抗日。杨逸邨不肯，她说：“我们五年

前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出川抗日，成都和全川父老欢

送，现在我绝不逃难生还。我和你一起与日本鬼子

拚了，死也光荣。”陈潜夫说：“你刚生孩子，不能杀

敌，父亲快满七十岁了，三个孩子小的不到半岁，他

们不能都枉死。你替我尽孝和抚育子女成人，我也

替你尽忠抗日。”并且说自己参加了“抗敌后援会”，

要去搞日本的情报，计划剃头化装，混进日本兵营，

探听日军军情。杨逸邨坚决阻止，说：“这太冒险！

日本人一发现，就完了！”陈潜夫说：“我日语讲得

好，不会暴露的。”杨逸邨不同意，但是陈潜夫坚决

要为抗日牺牲，最后，才答应不去冒险，只收集日方

广播、报刊、文件资料，整理成可供我方使用的情

报。当天夜间，陈潜夫又把杨逸邨灌醉，第二天一

早就送她们上了船，直看到轮船启航才离去。杨逸

邨酒醒后，已无可奈何，只得带老小回川，到故乡射

洪去了。

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政府机关、企业、社会团

体撤退疏散。1938年 3月，陈潜夫辗转回到四川。

1943 年初冬，冯玉祥长途宣传抗日，募捐救国，

到了乐山。陈潜夫和地方政府、团体的代表一道迎

接。会见后，冯玉祥同陈潜夫交谈，提起抗日义勇

军敢死队路过徐州的往事，大家都非常感慨。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潜夫不愿久憋在老家，想出

外搞教育工作。这时间，他常同郭沫若商讨发展故乡

文化事业的问题。他曾对杨逸邨说：“沫若兄对家乡

有感情，主张我在四川乐山先干，再扩大到滇黔康藏

各省。搞识字扫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将来办个

‘西南学院’。原拟取名‘西南教育改进社’，沫若主

张用‘西南文化供应社’之名，可办学校、书店、出版、

印刷，办报纸、刊物，普及文化，可赚钱自给。万一政

府不给钱，也能自己干。”后来，杨逸邨就看见过陈潜

夫的一个本子上，有郭沫若写的一些建议。

1948 年，陈潜夫联络了文教、军政、工商各界知

名人士，包括后来在祖国大陆和台湾都很有名望的

人士，创办了“西南文化供应社”。例如解放后在人

民政府工作的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领导、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郭沫若、许德珩、章伯钧、胡

子昂、刘清扬、吴信达、陈铭德、陈鹤琴、黄墨涵；国

民党方面的有台湾总统顾问、资政邹鲁、谷正纲、朱

霁青、杭立武、钱公来，监察院长于右任、梁上栋，考

试院长莫德惠、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解放后任我中

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委、全国人大代表)、司
法院副院长张继、副委员长冯玉祥、陆军总司令张

发奎，以及王瓒绪、平刚、刘文辉和教育、内政、实

业、农林、社会等部的正副部长，国民党中委潘公展

等。其余大多为各中学校长、教师等，发起人共 205
人赞助人 16人。

章伯钧多次同陈潜夫通消息，讨论有关问题。

杨逸邨的弟弟杨显睿一直积极参加筹备工作。陈潜

夫奔走呼吁，宣传筹款，要求国民党政府拨给文教

经费。结果,不但分文不给，反而进行各种刁难。陈

潜夫除痛骂贪官污吏外，只好变卖自家粮食，苦凑经

费。这个筹备中的“西南文化供应社”，以振兴西南文

化为宗旨，在乐山先后办了几件事：办了一期会计补习

班。招收社会青年，使他们经过培训，能就业谋生。地

点在今乐山工商联内，讲授会计基础知识、簿记学。

举办了两次讲座。第一次是讲“原子能之发展

过程”，地点在乐山公园原中山堂内、主讲人是乐山

原中央技专的教务主任、化学教授杨秀夫，听讲的

约五百人；第二次是讲“我国的蚕丝与丝绸工业”，

由中央技专蚕丝科主任张文明教授主讲。两次讲座

的听众都是原技艺专科学校、中学、师范学校的学

生和中小学教师等。

这两件事得到了乐山各大、中小学教师和各界

人士的欢迎和支持。其余的计划就落空了。陈潜夫

虽然忙碌一年多，直到解放，这个“西南文化供应

社”都是“筹备处”的空招牌。

1949年 12月，乐山解放。陈潜夫同人民一道在

兴奋中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连载三·全文完）


